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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協會以組織型態營造在地民眾互動網絡，應可視為環

境公民行動的行為主體，以作為居民投入的引導者。組織層次的環

境公民行動，可歸納為資訊類（環保資訊宣傳）及行動類（舉辦環

保活動）兩個面向。本文梳理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環境公民行動的影

響因素，包括資源依賴及制度性鑲嵌因素，並建構主觀性調查研究

及客觀性條件資料的整合型資料庫，以客觀性的條件變項作為準實

驗設計的主要變項，有效樣本數=217，依據資源及系絡制度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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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各別區分為二組：實驗組（高資源條件組、高數量制度規範

組）與對照組（低資源條件組、低數量制度規範組），採取高／低

組別之橫斷面非傳統差異中的差異（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交叉分析，並納入地理系絡及主觀性感知沉澱成本作為控制變項，

以 DID圖形及簡單 DID迴歸模型（simple DID regression models）

進行分析。  

資源依賴觀點獲得研究結果的支持，惟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綠

色自治條例數量對環境公民行動的幫助，較明顯存在於專職人力數

量較多者，而城市綠色自治規則，卻往往呈現了對環境公民行動的

阻礙。故城市對於環境行動的制度性規範，應考量社區發展協會的

條件，藉由區分制度設計、適度鬆綁及配套補助等措施，應能有利

於規模較小的社區發展協會繼續投入環境公民行動。 

關鍵詞：  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民行動、資源依賴、制度鑲嵌、沉

澱成本  

 



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公民行動：資源依賴與制度性鑲嵌的交叉分析  203 

 

壹、前言 

城市發展經濟之時應同時考量對於環境的衝擊，使環境受到的影

響能降到最低（Carson, 1985; Nash, 1989; 毛家驊、李信達，2012；

楊深坑、洪如玉，2004，頁 3；劉書彬，2013）。然而，城市的發展

造成砍伐森林或奪取野生動物的原生棲息地，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

的損害  （陳思倫、郭柏村，1995，頁 50-52），也因此更加突顯城市

環境行動的重要性（Tanner, 1998），如何促進城市公民的環境行動

是刻不容緩的議題（Kollmuss & Agyeman, 2002; Kumar & Shetty, 

2018）。在氣候變遷衝擊下，環境行動議題逐漸受到重視。而臺灣地

方環境治理，由於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足夠的決策空間與執行彈性，同

時，多數地方政府在人力與財政資源上相對有限，故社區參與永續環

境發展應成為普遍行動，不僅從民生生活到產業發展、一般民眾到政

府部門，加上非營利團體的倡議促進環境保護的理念與行動落實，從

資源回收至減塑計畫，使得各項永續環境行動發生在每一位社區居

民身上。  

社區發展協會作為我國地方基層組織之一，具有高度在地性與制

度合法性，其主要功能除了推動社區營造與社會福利，亦逐漸涉入公

共政策參與環境事務協力等面向（葉嘉楠、洪嘉欣，2006）。相較於

其他以倡議為主的環保團體，如環境非政府組織（NGOs）或公民自

發性團體，社區發展協會在組織結構上多具明確的章程、管理人員配

置與政府核備制度，具備較強的組織穩定性與公共資源連結能力。此

外，其行動模式亦較偏重地方性與日常性實踐，例如舉辦社區清潔、

環境教育與資源回收等活動，與 NGOs 常見的政策倡議或環境運動

有所不同。  

儘管如此，社區發展協會也面臨人力不足、動員困難及制度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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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挑戰（衛生福利部，2022），特別在環境議題的專業知能與長期投

入上，仍有結構性侷限。然而，相較於部分環保團體因規模過小或組

織不穩定而難以持續運作，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制度化且在地紮根」

的中介組織（林明禛，2011），展現出在推動環境公民行動中的潛力

與獨特優勢。近年來，學術界逐漸重視此類組織在地方環境治理中的

角色，強調其兼具動員基層民眾與連結政府政策的雙重功能。因此，

深入剖析社區發展協會如何在制度條件與資源結構中，推動具體的

環境公民行動，不僅能補足現有文獻對基層組織行動邏輯的認識，也

有助於發展更具實務導向的政策工具與治理設計，凸顯本研究在理

論與應用層面的貢獻與價值。  

本 研 究 聚 焦 討 論 於 城 市 中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從 事 環 境 公 民 行 動

（environmental-citizenship actions）的樣態，了解其背後的因素不但

可釐清標的群體的行為動機，亦可以作為政策規劃及行銷之依據。何

種因素會影響社區發展協會投入環境行動？社區發展協會所具備的

資源條件與過去投入的成本是可能的因素嗎？城市對於環境行動的

制度性規範亦可能產生影響嗎？  

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環境公民行動時，應會考量不同面向資源條件

及系絡性制度之框架，決定其環境行動樣態。本研究於學術研究方面

的貢獻，在於梳理城市在社區層級永續環境行動的樣態，並試圖以資

源條件及系絡鑲嵌的觀點出發，描繪環境行動的考量；在國家發展及

其他應用方面的貢獻，則在於提供地方政府永續環境策略規劃之參

考，讓政策規劃及執行者了解如何促進社區層級的環境行動。  

本研究建構主觀性調查資料及客觀性條件資料的整合型資料

庫 ， 以 客 觀 性 的 條 件 變 項 作 為 準 實 驗 設 計 （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的主要變項，依據資源及系絡制度之高低程度，各別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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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實驗組（高資源條件組、高數量制度規範組）與對照組（低資

源條件組、低數量制度規範組），採取高／低組別之橫斷面非傳統雙

重差異（差異中的差異，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交叉分析，1

並納入地理系絡及主觀性感知沉澱成本程度作為控制變項，以克服

調查研究中同源誤差（common measure bias, CMB）的問題。  

貳、環境公民行動的資源依賴 (resource 

dependency) 與制度性鑲嵌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城市的「環境公民行動」，指涉公共或私部門、團體或個人，對

於環境保護所採取的行為，係基於環保信念、環境居住正義及永續社

                                                        

1. 在差異分析方法中，有文獻採取其他雙變數條件作為差異變數的設計基礎，例如地理區域、

政策適用範圍、群體分類等。這些替代方法的核心概念仍然是基於差異分析的比較邏輯，

但不依賴於「前後時間變數」。例如，以地理區域作為反事實（Geographical DID）檢驗方

法，採用不同的地理區域（而非時間）來比較受影響與未受影響的群體，Dube等人（2010）

分析最低工資的影響，並非用時間變數來作為反事實，而是比較相鄰但政策不同的縣

（contiguous counties）作為處理組與對照組，以減少其他外部變數影響。除此之外，亦有

以政策適用  vs. 非適用區域作為反事實（policy discontinuity as counterfactual）檢驗方

法，採用「政策適用 vs. 非適用」作為雙變數條件，如 Card與 Krueger（1994）將新澤西

（提高最低工資）與賓夕法尼亞（未調整最低工資）作為差異分析的處理組與對照組，而

非依賴時間變數；Gentzkow與 Shapiro（2010）比較不同地區報紙的政治傾向，使用「擁

有者背景是否變更」來作為差異變數，而非時間上的前後變化。 

另外，與本文最為接近的作法，係以社會/個體行為（behavior-based）作為反事實檢驗，

採用行為變數來區分處理組與控制組，而非時間，例如「是否被新法規約束」、「是否符

合新標準」等。Besley與 Burgess（2004）使用「州是否採用特定勞動法」作為差異變數

的處理條件；Jayachandran（2006）則以農業產量變動作為差異分析的變數。 

綜上所述，基於差異分析的核心邏輯，即係以一個明確區分的對照組來估計政策影響，

但不一定是依賴於時間作為主要判斷變數。上述文獻均提供了不同的差異分析方法設計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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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的責任感，而投入的環境行動（Dobson, 2007）。環境公民行

動的參與，應不分性別、階級、種族及世代，公民對於環境公共資源

（environmental common goods）都有保護的義務（Fan, 2008; Horton, 

2006; Neuteleers, 2010）。  

自然環境屬於社會公共財，社區居民也應當負起相對應的環境責

任（Wong et al., 2023）。然而，現實卻往往有搭便車（ free rider）

的問題，基於投機心態而不願意投入環境保護的行動（Chen, 2013; 

王順美、沈姍姍，1999）。而社區發展協會基於社區居民及志工為組

成要件，以組織型態營造在地民眾互動網絡，群體運作的樣態形成居

民交流的場域，應可被視為社區環境公民行動的主體，並作為居民投

入的引導者，藉由集體一致的組織性行動，減少搭便車的風險。  

環境公民行動涉及多數人為共同利益所進行的集體努力，屬於

「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理論脈絡。根據 Olson（1965）所

提出的集體行動理論，當行動的利益具有非排他性與共享性時，為促

成有效的集體行動，須具備誘因設計、組織規則與社會規範等支持條

件。後續研究進一步強調「社會資本」與「制度安排」對於促進集體

行動的關鍵因素（Ostrom, 1990）。在地社區組織若能提供信任、網

絡與互惠關係的累積，將有助於降低參與成本、提升集體行動的可持

續性（Putnam, 1993）。換言之，如社區發展協會這類已制度化、嵌

入地方生活網絡的組織，可視為集體行動的中介平台，有潛力協助居

民克服搭便車困境，透過日常性參與與規則建構，實踐具可持續性的

環境公民行動。  

依據近年來環境行為研究文獻（Liu et al., 2021; Wong et al., 

2023; Xiao & Hong, 2010），可歸納出公民環境行動光譜，依行動強

度排序為環保資訊蒐集、日常生活中從事環境保護行為、出席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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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活動、為環保進行捐款及參與環保事件的訴求抗爭。換句話說，

環境公民對環境保護的行動實踐，包括言語／文字的宣傳（或個人

的辯論行為）、具體的環保活動參與（或較激烈的抗爭）等（Barry, 

1999; Boland & Zhu, 2007; Dobson, 2007;  Kuo & Ding, 2018; Larson 

et al., 2015; Wu, 2012），集結個別層次的行動可達成環境永續力

（sustainability）之目標（Melo-Escrihuela, 2008）。  

進一步而言，組織層次的環境公民行動，聚焦於社區公共事務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的參與，且常以合法的活動形式（ legal 

events）進行（Huang & Gui, 2011; Zhu, 2015）。倘若以個體性質的

行動樣態為基礎，延伸探究社區發展協會常態性環境行動的光譜，或

可歸納為資訊類（例如：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環保資訊宣傳）及行動類

（例如社區發展協會舉辦環保活動）兩個面向。本研究整理環境公民

行動光譜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環境公民行動光譜 

個人層次（行動強度由低→高）  

低     高  

環保資訊

蒐集  

日常環保

行為  

參與環保

活動  

捐款  事件訴求

抗爭  

     

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層次（行動強度由低→高）  

低     高  

資訊類  行動類  

環保資訊

宣傳  

舉辦環保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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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營利組織的積極行動樣態支持環境公民精神（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s）的實踐，應使得永續環境行動成果能愈發提升。然而，

集體行動亦常受到組織資源不足、目標分歧與參與動能疲乏等挑戰

所限制（Poteete et al., 2010）。因此，本研究透過探討資源依賴與制

度性鑲嵌的影響機制，應有助於釐清社區發展協會如何突破上述限

制條件，並在特定結構脈絡下觸發環境集體行動，進而回應集體行

動理論在地方組織實踐層次的實證檢證需求。以下歸納過去文獻

在環境行動影響因素的討論，可分類為資源依賴及制度性鑲嵌系

絡效應兩大面向，本研究更進一步納入主觀沉澱成本感知影響因

素的探討。  

一、資源依賴 (resource dependency) 

在環境行動面向的討論中，資源的確定性顯得格外重要，Malatesta 

與 Smith（2011）針對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及其委外簽約供應商進行實證性分析，研究發現，確保資源的

穩定性（ securing critical resources）及事先研擬替代性（ alternative 

suppliers）資源供應選項，實為環境行動的關鍵。質言之，資源的多

寡與行動的正當性（ legitimacy）有高度關聯（Sherer & Lee, 2002）。

對組織而言，尤其是面對資源缺乏之時，更不容易投入參與新的行

動；其中，首重的就是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的依賴性，因為，

就算組織面臨資源缺乏的窘境，只要有足夠的人力負責，主責人員就

會去尋找替代性資源（alternative resources），使行動得以持續展開。

換句話說，人力資源的充足，可以減緩行動被因資源缺乏而被中斷的

風險（Destek et al., 2022）。Lee 與 Whitford（2013）針對美國聯邦

政府機關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主管人力員額及專業人力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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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組織運作效能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響。  

除此之外，財務資源對組織從事環境公民行動的影響亦不容小

覷，財務因素往往能直接影響環境公民行動的動機考量（ Dobson, 

2007）。蓋財務資源的取得能力（access）影響了社區發展的韌性，

尤其在面對環境快速變遷之際，財務能力成為社區應變能力的重要

條件（Matarrita-Cascante & Trejos, 2013）。以非營利組織的角度觀

之，取得捐款應為其主要財務資源來源，組織可致力於強化財務預算

的透明性（budget transparency）或提出具體的專案協助模式、邀請

跨單位合資投入經費等（De Renzio & Angemi, 2012），應有助於提

升其財務能力。財務性分配（budget allocation）議題，在討論組織績

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之時亦十分受到重視（Poocharoen 

& Wong, 2016），尤其討論到組織間的合作關係，若屬於資源依賴性

或非依賴性的合作關係，其財務分配及義務負擔因著不同的權力地

位而有不同的結果（Provan et al., 1980）。  

城市的社區發展協會與社區居民之間是屬於合作關係，需要時

間來建立彼此之間的共識與信任感。倘認知到相互的資源依賴性，則

有助於雙向溝通與資源交換，時間資源的重要性，尤其可以展現在

長期合作關係的正式化／型式化（ f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Van de Ven & Walker, 1984）。除此之外，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

門（或捐款者）之間，需要時間來建立信任及資源交換的關係，非營

利組織的經營運作，隨著時間積累效益，使得資源提供者（ resource 

providers）能回應非營利組織的需求（AbouAssi & Tschirhart, 2018;  

Cho & Gillespi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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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環境公民行動的資源依賴 

資源種類  環境公民行動的資源依賴原因  

人力資源  
1. 主責人力可致力於尋找替代性資源  

2. 具備人力員額可減緩行動被中斷的風險  

財務資源  

1. 財務因素直接影響環境公民行動的動機考量  

2. 財務能力影響了因應環境變遷的能力  

3. 財務能力影響了合作關係中，分配及義務負擔之權

力地位  

時間資源  

1. 社區發展協會與居民的信任關係需要時間來建立  

2. 長期網絡互動有助於與資源提供者營造需求回應

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基於社區發展協會在環境公民行動中的資源依賴考量，本研究遂

提出第一個假設，在城市擁有愈多人力資源、財務資源、時間資源的

社區發展協會，所採取的環境公民行動愈多。  

假設 1A：「高人力資源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比「低人力資源

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更會投入環境公民行動。  

假設 1B：「高財務資源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比「低財務資源

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更會投入環境公民行動。  

假設 1C：「高時間資源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比「低時間資源

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更會投入環境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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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性鑲嵌系絡效應（contextual effects）與主

觀性沉澱成本（sunk costs） 

（一）系絡效應  

鑲嵌（embeddedness）在本研究的討論範疇，指涉制度系絡式鑲

嵌對行為的影響（Granovetter, 1973; Grob, 1995; Klandermans, 1992; 

Kollmuss & Agyeman, 2002; Newhouse, 1990; Stern et al., 1985），意

指行動決策者對環境公民行動的選擇，會受身處系絡的制度規範所

影響（Keil et al., 2000; Sitkin & Weingart, 1995）。  

E. Ostrom 的制度分析發展架構（institutional analysis development, 

IAD, framework）（2007）提出行動場域（action arenas）地方性系絡

（ local context）的相關變數。首先，城市的社區發展協會運作，行

動場域必然在城市（地方政府）轄區範圍內，而影響行動場域的「規

則」（rules）應是指與環境相關的法制規範，可以是地方性的管制性

法規，也可以是明文的分配性法規，在行動場域中建立遊戲規則，讓

行動參與者明瞭何種行為是被允許或必須的，使場域運作具備可預測

性（predictability）（Crawford & Ostrom, 2005; Ostrom, 1991; Ostrom, 

2007, pp. 44-45; Sproule-Jones, 2005; 汪明生、鍾國南，2015）。  

Ostrom（2007）在 IAD 架構所述之規則具有階層地位，由低階

至高階包括操作性（ operational）的規則、集體選擇（ collective 

choice）的規則，以及憲綱位階  （constitutional）的規則，倘應用至

城市環境治理面向的討論，則可分別定義為場域行為規範、城市治理

機制下的法規制度及上位階國家層級（或涉及城市跨域治理）的原

則性母法（陳思先，2023）。  

本文所討論地方性系絡，應屬上述第二階集體選擇的規則，也就

是城市治理機制下的法規制度，構成城市在社區永續環境行動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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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場域規則系絡，具體而言，應為地方政府關於環境議題之管制

性、分配性或規範性措施（ regulations），也就是，環保相關的制度

（ institutions）如地方性法律─自治條例，以及地方性行政命令─自

治規則。地方法規為在地性質環境永續行動建立明確的規則以作為

運作規範，以社區發展協會行動者的立場而言，已確立的規則有助於

維持行為系絡環境的穩定性及可預測性，所投入的成本在未來能得

到的效益具備預期性。  

社區發展協會在推動環境公民行動的過程中，制度性安排扮演關

鍵性的引導與規範角色。不同類型的制度工具對於行動者的參與動

機與行動模式產生顯著差異，其中以「強制性規範」與「誘因型政策

工具」最具代表性。前者係透過法令、行政命令等具法律約束力的

規範，強制行動者遵循特定行為標準，其驅動機制多半基於合規壓

力與風險迴避考量。此類規範能有效提升最低標準之遵循度，強化

環境治理的整體一致性，惟其可能限制社區自主性與在地創新潛

力，導致組織對政策採取消極或形式化應對。相對地，誘因型政策工

具則透過財政補助、稅賦優惠、獎勵機制或技術指導等手段，引導行

動者自願參與環境行動，其誘發機制多建立於利益導向之上。此類制

度設計較能激發社區的內部動能與集體創新，有助於建構在地環境

意識與長期行動承諾，但亦存在行動依賴、資源分配不均與短期績效

導向等潛在風險。  

進一步而言，制度密度（density）與制度壓力（coerciveness）為

影響制度作用表現的重要結構性條件。制度密度指涉制度資源、規範

與工具的數量與複雜程度，高密度制度環境提供多樣的支持機制與

政策選項，有助於提升行動者的制度能量與政策資源存取能力，惟當

規範之間存在重疊、矛盾或傳遞不清時，反而可能造成執行困境與



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公民行動：資源依賴與制度性鑲嵌的交叉分析  213 

 

行動模糊化。低密度制度則雖具簡化行政流程與提升行動彈性之效

益，然其制度支撐力相對薄弱，可能導致社區發展協會缺乏持續動

能與明確方向。至於制度壓力，則反映制度對行動者所施加之強制性

程度，高壓力制度能透過罰則、監督與強制要求，促使行動者快速反

應並配合政策目標，在某些情境下具備高度政策執行效率。然而，

若缺乏信任基礎或參與正當性，則易引發反感或策略性服從。反之，

低壓力制度重視協商、倡議與參與歷程，有利於制度認同與社區內

化，但也可能因缺乏足夠誘因與約束機制而產生參與落差或行動遲

滯現象。  

城市在環境永續面向所頒行的地方性法律與地方性行政命令

（城市綠色自治條例與自治規則），形成上述之制度類型、制度密

度與制度壓力，交織構成社區參與環境公民行動的制度系絡鑲嵌，其

影響作用具高度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不同制度組合所形塑的制度邏

輯，對行動者之參與意願、策略選擇與行動持續性均具有關鍵意涵。  

表 2 

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環境公民行動的制度性鑲嵌  

系絡性制度 環境公民行動的制度性鑲嵌原因 

城市綠色 

自治條例 

1. 行動場域的「規則」指涉與環境相關的法制規範 

2. 為地方性的管理規範（包括管制性法規及分配性

法規），讓行動參與者明瞭何種行為是被允許或

必須的。  

3. 使場域運作具備穩定性及可預測性 

4. 裨益社區發展協會所投入成本在未來得到效益具預

期性 

城市綠色 

自治規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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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社區發展協會在環境公民行動中的系絡性制度考量，本研究

遂提出第二個假設，社區發展協會坐落於具備愈多綠色法規（自治條

例及自治規則）的城市，所採取的環境公民行動愈多。  

假設 2A：位於「多城市綠色自治條例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比

位於「少城市綠色自治條例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更

會投入環境公民行動。  

假設 2B：位於「多城市綠色自治規則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比

位於「少城市綠色自治規則組」的社區發展協會，更

會投入環境公民行動。  

（二）行動者動機性因素：沉澱成本  

在探討社區發展協會於組織層次推動環境公民行動的情形時，以

組織／制度系絡層次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判斷，恐不足以解釋其實際

行動的多樣性與動態性。過往研究指出，組織的行動表現，往往受到

領導者主觀動機與策略選擇的深刻影響（Moe, 1984; Stone, 1989），

亦即，組織內部的關鍵人物「因何」行動與「如何」行動，是理解其

參與公共事務的關鍵。環境治理的文獻亦顯示，基層公民行動的推

動，不僅取決於制度與資源結構，更與在地推動者的認知因素、信念

與社會網絡密切相關（Sabatier & Jenkins-Smith, 1993）。因此，若僅

以資源條件與制度鑲嵌程度作為衡量標準，而未納入組織領導者的

行動考量因素，將可能低估某些高動能社區的潛在效能，或誤判制度

設計對行動成效的真實影響力，進而影響後續政策意涵與施政成效

的研判。  

因此，行動者的動機性因素，亦應納入社區發展協會環境行動的

考量原因，社區發展協會領導者（或管理幹部）在主觀認知上，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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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資源，或許面臨了沉澱成本效應之影響。個人或團體持續投入資

源，可能因專注於追求目標的達成，而未察覺沉澱成本謬誤，為了

證明過去的投入是正確的決定，而更不能放棄繼續投入（Arkes & 

Blumer, 1985; Marijke, 2010; Olivola, 2018），沉澱成本效益導因於

期望成果能獲得改善的一種非理性決策傾向（Keil et al., 1995）。  

時間、金錢、人力對行動的投入，都可算是沉澱成本項目，投入

的成本無法收回，因此放棄項目就意味著放棄先前投入的成本，導

致損失成為既定事實（Bauer, 1960; He & Mittal, 2007; Keil et al., 

2000）。當然，倘此時又得到更多資源挹注，行為者繼續投入的意願

也會更發強烈（ Bazerman et al., 1982; Staw, 1976; Staw & Ross, 

1978），而當項目的進行愈接近達成目標的時候，沉澱成本效應愈大

（Moon, 2001）。社區發展協會基於對地方發展的耕耘，其投入的時

間、金錢、精力，不可避免的發生沉澱成本效應，社區發展協會對社

區永續發展的投入亦同，已經投入之成本影響未來繼續投入的意願，

而此受到沉澱成本主觀感知的影響（Arkes & Blumer, 1985; Keil et 

al., 1995, 2000）。社區發展協會的利環境（pro-environmental）行動

決策，亦可能受到沉澱成本所影響，畢竟已經為了社區經營投入了許

多，繼續投入似乎是一種必然的選擇。簡言之，行動決策者對沉澱成

本的主觀認知，在資源依賴路徑上，對行為選擇應具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因此，在分析資源依賴對行動程度的影響時，應不能排除主

觀認知所面臨沉澱成本效應的討論。後續研究設計，本研究納入沉

澱成本效應作為差異分析中的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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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環境公民行動的沉澱成本 

資源種類  環境公民行動的沉澱成本原因  

人力資源投入  1. 投入的成本無法收回，因此放棄則使損失成為既

定事實。  

2. 已經投入之成本影響未來繼續投入的意願  

3. 本研究納入沉澱成本主觀認知作為差異分析中

的控制變項  

財務資源投入  

時間投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綜上所述，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城市內的社區型非營利組織，以集

體行動樣態引導居民從事利環境行為（Wong et al., 2023）。社區發

展協會的環境行動可歸納為資訊類及行動類兩種，前者為環保資訊

的宣傳，後者指涉環保活動的舉辦。本文經文獻探討，梳理社區發展

協會從事環境公民行動的影響因素，包括資源依賴及制度性鑲嵌因

素，另外，社區發展協會決策者的主觀性沉澱成本認知，亦可能左右

涉入行動的程度。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客觀條件變數作為主要的差異分析變項，包括（1）社

區發展協會的資源條件：人力資源、財務資源及時間資源之客觀指

標，理論依據為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民行動的資源依賴、（2）城市

系絡性制度：城市綠色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數量之客觀指標，理論依

據為社區發展協會在城市規則的制度性鑲嵌；另外，以社區發展協會

之環境公民行動為依變項，行動樣態包括環保資訊宣傳及舉辦環保

活動，乃依據環境公民行動光譜延伸至組織行動型態的歸類。除此

之外，本研究納入地理系絡及主觀認知性變數為控制變項，包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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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環境（社區發展協會座落地之地理環境汙染程度）、都市化（都市

人口密度）、主觀認知之人力資源投入、財務資源投入及時間投入程

度。變數概念的操作化測量如下表 4 所示。下圖 2 進一步呈現本研

究的分析架構圖（亦納入操作化測量指標）。  

表 4 

變數操作化測量 

資源依賴：個體性（客觀指標）  

變數  操作化測量  說明  

客觀

資源

條件  

（人力資源）請問貴社區發展協會

近一年之專職工作人員有多少位？ 

（財務資源）請問貴社區發展協

會年度預算大約多少？  

（時間資源）請問貴社區發展協會

成立的年度是？  

以實際數字做答。  

 

參考 Olberding （2002）對非營

利組織的問卷調查項目編製。  

制度性鑲嵌：系絡性制度（客觀指標）  

變數  
操作化  

測量  
說明  資料來源  

地方

性法

律  

城市綠

色政策

之自治

條例數

量  

此變項在本研究中定義為廣泛的「系絡」，

因此採取從寬認定之作法。  

不論是「積極面」的使環境更好的行動，或

是「消極面」的汙染處理行動，都是屬於環

境永續行動的範疇。而相關的「管理」措施，

亦與行動本身息息相關。  

計算相關法規數量時，採取「廣義」，只要與

環境永續有關的都計入，污染防治、相關的

管理法規亦如是，例如：汙染、廢棄物收支

保管及運用：屬於「管理措施」的法規；改善

環境衛生及保護生態，屬於「環境永續」的範

圍，皆計入；「輻射汙染建築物事件善後處

理」屬於「汙染」的管理措施，亦計入。  

六都地方政

府官方網站  

地方

性行

政命

令  

城市綠

色政策

之自治

規則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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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協會之環境公民行動：行動樣態  

變數  操作化測量  回答選項／編碼  

環保

資訊

宣傳  

請問貴社區發展協會對於環保資

訊的宣傳積極度如何？  

1~5 等級  

（1=最少；5=最多）  

舉辦

環保

活動  

請問貴社區發展協會舉辦環保活

動的情況多嗎？  

控制變項：地理環境、都市化  

變項  操作化測量  回答選項／編碼  

地理

環境  

社區發展協會座落地之地理環境

汙染程度：  

請問貴社區發展協會所在地的區

域，類似於空氣汙染、水汙染、垃

圾汙染等，危害居民生活品質的情

況多嗎？  

請填寫分數： 

1~5  （1=最少；5=最多）  

都  

市  

化  

都市人口密度：人口數除以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未註明）  

控制變項：沉澱成本（主觀認知指標）  

變項  操作化測量  回答選項／編碼  

主觀

投入

成本  

1. （時間成本）請問貴社區發展協

會過去在環境永續發展所投入

時間多嗎？  

2. （金錢成本）請問貴社區發展協

會過去在環境永續發展所投入

的財務資源多嗎？  

3. （人力成本）請問貴社區發展協

會過去在環境永續發展所投入

的人力資源多嗎？  

1~5 等級  

（1=最少；5=最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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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為六都（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以社區發展協會作為本研究之調查對象暨分析單

位，母體名單（社區發展協會名冊）為政府網站公開資料，資料來源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與社工司。經本研究查詢，六都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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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查母體數量=3186（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未註明）。

資料蒐集期間為 2023 年 5 月~9 月，第一階段以學術機關名義發送

公文，請求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或熟悉日常業務運作之主要負責幹

部代表該社區發展協會進行問卷的填寫，並搭配禮券誘因以提升回

覆率；第二階段招募電訪員，以電話訪問進行催答，最終獲得有效樣

本數=217。  

本研究採取非傳統橫斷面 DID（雙重差異分析、差異中的差異）

交叉分析途徑，探究高／低資源條件及高／低數量制度規範的差異

性，將變項操作化測量所得之分數，以中位數作為分界點，2 分別得

出高／低資源條件者及坐落於高／低數量制度規範之城市，以 DID

圖形及簡單 DID 迴歸模型（simple DID regression models），交叉分

析差異條件下所發生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民行動的差異現況。由於

雙重差異、差異中的差異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屬於準

實驗設計，傳統上多用於分析政策或制度介入「前／後」的時間序列

資料，以推估介入對處置組與對照組之間所產生的差異效果。然而，

                                                        

2. 本研究使用中位數（median）作為區分高低基準的理由，主要考量相對於以平均數為區分

標準，採用中位數更能使標的分組數量相等。首先，係考量減少極端值影響（ less influence 

from outliers），中位數是數據高低排序的第 50 個百分位，相較於平均數更能排除極端

值影響，適合處理具有偏態分佈（skewed distribution）的資料（Wilcox, 2017）；再者，

社會經濟數據（如收入、房價）往往呈現非對稱分佈，使用平均數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Lumley et al., 2002）；基於直觀解釋性（Intuitive interpretation）的考量，因中位數代表

「一半的數量在此值之上，另一半則在此之下」（Cowell, 2011），應更易支持分組的合

理性；Hampel（1974）將樣本分成「高」與「低」兩類，中位數是一個自然的閾值，用以

確保兩組樣本大小相近，提高統計檢定的效能。因此，本文採用中位數來區分高低，主要

是因為其抗極端值能力、適用於非對稱分佈、解釋直觀、能公平分類群體，並且在政策與

社會科學領域中已廣泛應用，在 DID 分析中，使用平均數（mean）來劃分處理組與控制

組，可能會因極端值影響分組標準，導致組間不平衡（imbalance），相對而言，中位數則

更穩健，確保處理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基礎特徵不受極端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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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採用為基於非傳統橫斷面資料的高低組別 DID 交叉分析設計

（cross-sectional DID），雖非傳統 DID 應用形式，仍延續其基本邏

輯，即透過「組間差異」作為識別政策效果的依據。此一變形設計的

核心挑戰，在於缺乏時間序列資料用以檢驗 DID 最重要的前提─平

行趨勢假設（parallel trends assumption）。基於此，本文特別強調「高

／低組別」在關鍵背景變項上之相似性，並在迴歸模型中納入可能影

響結果的控制變項，以降低樣本異質性所造成的估計偏誤。儘管無法

以事前趨勢實證檢驗平行趨勢假設，本文仍從理論基礎與既有研究

中，論述組間在差異變數之可比性，並對潛在干擾因子進行控制。整

體而言，本文雖採用橫斷面非傳統 DID 交叉分析設計，透過嚴謹的

操作化與理論辯護，力求維持因果推論的邏輯一致性，並合理界定差

異變數效果與樣本本身異質性之間的界線。  

論及採用簡單 DID 迴歸模型的原理應用及分析合適性，蓋基於該

Y=α+β1treatment+β2post+β3(treatment× post)+ϵ 迴 歸 公 式 ， 在  

本 研究中，Y 為結果變項（如環保資訊活動次數或環保行動參與

頻率）、treatment 表示為是否屬於實驗組（高資源／高制度）、post

表示為是否處於介入後（指高程度）條件、treatment × post 為交互

作用項（代表 DID 的估計值，測量高程度條件對  Y  的淨效應）、ε

為誤差項。簡單 DID 模型之分組邏輯明確且直觀，本研究依據資源

條件（如專職人力）與制度規範（如自治條例／規則）的高低程度，

將樣本分為實驗組（高資源  +  高制度）及對照組（低資源  +  低制度），

雖非時間序列資料，但本研究透過「高／低程度的制度與資源條件」

作為處理效果的代表性指標（proxy），模擬出類似政策前後的效果

差異比較，符合同樣應用於橫斷面資料的 DID 架構。本研究設計基

於平行趨勢假設，亦即，在沒有高制度、高資源介入情況下，兩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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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應相似。本研究雖為橫斷面設計，但其以組別差異替代時間點變

化，並加入控制變項以強化此假設的合理性，基於處理效果之一致性

假設，透過模型應可以識別不同資源與制度組合對環境行動的平均

效果差異。3 

樣本數須達 Gay（1992）所指比較研究（例如比較不同組別的差

異性）應有之樣本數量，每組最低需有 30 個觀察樣本，本研究以變

數得分中位數為分組標準，各高／低組別各有 108 個觀察樣本；另

外，所蒐集到的樣本數量已達到操作化變數（3 個客觀資源條件變

數、2 個地方性法規變數、2 個行動樣態、3 個主觀投入成本變數）

之數量 10 倍以上，依據 Tinsley 與 Tinsley（1987）、Comrey（1988）

樣本數量應已足夠。  

樣本代表性檢定以城市的人口規模等級4 作為檢定標準，蓋城市

的人口規模可作為城市環境行動的基本條件（Chen, 2013; Chen et al., 

2016; 陳思先，2023），公民或團體在環境行動的參與可因城市規模

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所蒐集之有效樣本已通過樣本代表性檢

定，樣本分布狀況與母體並無顯著差異。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如下表

5 所示。  

                                                        

3. 補充說明本研究採用 Simple DID 的利基，在研究設計面向，係採用高／低制度與資源條

件模擬「政策介入前後」，符合 DID 的設計精神；在資料類型面向，雖為橫斷面資料，

然透過制度／資源的高低組別進行準實驗設計，具備因果推論之解釋力；而在模型解釋之

應用優勢，則可直接量化制度／資源組合對社區環境行動的淨影響，應可提升實務政策建

議的精準度。 

4. 依縣市重要指標查詢系統（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未註明）所查得人口數資料，作為本研

究樣本分布檢定的分析標準：最高等級為城市人口數大於等於 300萬，次高等級為城市人

口數 200萬以上~未滿 300萬，最低等級為城市人口數未滿 200萬，共分為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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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樣本代表性檢定 

城市人口等級  城市  
觀察  

樣本數  

預期  

樣本數  
殘差  

最高等級：  

城 市 人 口 數 大 於 等 於

300 萬  

新北市  27 31.2 -4.2 

次高等級：  

城市人口數 200 萬以上

~  未滿 300 萬  

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116 119.2 -3.2 

最低等級：  

城市人口數未滿 200 萬  

桃園市、  

台南市  
74 66.6 7.4 

總計  217 217  

檢定統計量：卡方檢定 1.481、自由度 2、漸近顯著性 0.48 

註：  城市人口規模查詢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未註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採取因果關係（causal-relationship）交叉分析方法，檢視

高／低資源條件組及坐落於高／低數量制度規範城市組的社區發展

協會，在環境公民行動實踐的交叉差異狀況。首先，以資源條件的高

低（人力、財務、時間資源）作為因果關係的主要變數，釐清在不同

主要變數條件下，依變量（社區發展協會之環境公民行動）因鑲嵌於

不同系絡性制度（城市自治條例、自治規則），而呈現的變化。也就

是，以雙差異圖形描繪人力資源條件、財務資源條件與時間資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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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別在高／低制度鑲嵌情況下，所呈現六都社區發展協會在資訊

類─環保資訊宣傳、行動類─舉辦環保活動的差異情形；接著，納入

地理系絡、主觀認知沉澱成本（人力資源投入、財務資源投入及時間

資源投入）作為控制變項，以簡單 DID 迴歸模型，檢驗資源條件與

制度規範數量雙優（高／高）的社區發展協會，其環境公民行動是否

較優，亦即，檢視雙差異變數皆贏的影響力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水準。  

一、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民行動之 DID 圖形 

（一）人力資源條件與制度鑲嵌  

圖 3 展示了社區發展協會「資訊類」環保資訊宣傳及「行動類」

舉辦環保活動的環境公民行動，在人力資源條件及制度鑲嵌兩種差

異變數下都有類似的趨勢。地方性法律地位的城市綠色自治條例，對

於擁有高人力資源條件的社區發展協會而言，有助於其採取環境公

民行動；然而，對於擁有低人力資源條件者，反而造成環境公民行動

的阻礙，即指出專職人力數量高的社區發展協會，更易遵守地方性法

律規範，而使得環境公民行動的採行更為順利，而專職人力數量低的

社區發展協會，因囿於人力限制，故法制愈多反使環境公民行動卻步

（例如需要人力投入活動核准或備查的程序、補助的文件流程等）。

另一方面，地方性行政命令地位的城市綠色自治規則，則無論社區發

展協會屬於人力資源條件高或低，皆對環境公民行動造成阻礙，也就

是，行政規則愈多，社區發展協會愈傾向不採行環境公民行動，無論

具備高低數量專職人員數皆然。  

蓋制度規範存在功能性目的，用意在於使場域運作具備穩定性，

從圖 3 所呈現的趨勢可以窺知，地方性法律地位的規範性保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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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公民行動具備效果預測性，而地方性行政命令

的程序性規範，反而限縮了環境公民行動的發展空間，故綠色自治規

則愈多，環境公民行動愈少。  

圖 3 

「人力資源條件」與「制度鑲嵌」在「環境公民行動」的 DID圖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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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資源條件與制度鑲嵌  

圖 4 展現了社區發展協會在財務資源條件及制度鑲嵌兩種差異

變數下，「資訊類」環保資訊宣傳及「行動類」舉辦環保活動的環境

公民行動趨勢。蓋以財務資源的依賴性而言，環保資訊宣傳與環保活

動舉辦都需要有經費支持，因此財務條件較佳者環境公民行動實踐

度較高，而法令制度規範所提供的保護帽（safeguard hats），呈現一

體兩面的效果，對財力差的社區發展協會，形成活動的規範要求性

（例如活動場地的空間安全規範、消防設施要求等），相對的，財

力佳的社區發展協會卻得以發揮財力資源優勢，能舉辦更多的合法

且安全的環境活動，甚至承接政府機關的活動案，因而有逆勢上漲

的情況。  

除了最左下方的圖形之外，可以發現，一般而言在考量財務資源

條件的情況下，城市綠色法令規範數量對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公民

行動有負向的影響效果，左上、右上、右下的六個線條趨勢都是反向

（下降）斜線的情況，無論是財務資源條件屬於高或低組別者皆然，

對於財務資源條件較差的組別而言，法令規範的負面影響性更大

（斜線更陡峻）。唯一例外的是，「行動類」環保活動頻繁度的描

述圖繪（左下）顯示，高財務資源條件組的社區發展協會（實線），

隨著地方性法律地位的綠色自治條例數量提升至高組別，則環保活

動的舉辦是愈頻繁，線條趨勢呈現正向（上升）斜線的情況；而低

財務資源條件組的社區發展協會（虛線），則維持反向（下降）斜

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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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財務資源條件」與「制度鑲嵌」在「環境公民行動」的 DID圖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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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資源條件與制度鑲嵌  

圖 5 展現了社區發展協會在時間資源條件及制度鑲嵌兩種差異

變數下，「資訊類」環保資訊宣傳及「行動類」舉辦環保活動的環境

公民行動趨勢。蓋時間資源的依賴，與社區發展協會與居民之間信任

感的建立有關，生存時間愈久者，取利於集體行動氛圍，環境公民行

動便愈多（實線大多落在虛線的上方）。然而，考量到制度規範變數

之後，可以發現從圖線趨勢來看，相較之下，成立時間較久的社區發

展協會，受制度規範的影響較小，四個圖內的實線較虛線為平緩（斜

率較小），表示生存時間長的社區發展協會對於制度規範的適應性，

已達到穩定的情況，較少因為法規數量的多寡而造成其環保資訊宣

傳或環保活動舉辦的變動。 

進一步而言，觀察生存時間較短的社區發展協會組別（虛線），

則發現一般皆會因為法令規範的增加而減少宣傳或活動的辦理，這

可能與制度鑲嵌的限制性功能有關。只有最左下方虛線呈現逆勢上

升的趨勢，顯示具有地方性法律地位的城市綠色自治條例，能拉近

生存時間長／短組別社區發展協會在環保活動舉辦數量的差距。蓋

制度鑲嵌的兩面刃，或可論及法制規範能營造環保活動環境的穩

定性，例如環境衛生、生態保護等活動的運作，有了法律地位成文

化的規定，能使較為資淺的社區發展協會能明瞭合法性活動的樣

態，因為法律的明確性特質有利於初入社區場域者從事合法環保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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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時間資源條件」與「制度鑲嵌」在「環境公民行動」的 DID圖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二、簡單 DID 迴歸分析 

本研究納入主觀認知沉澱成本變數，以簡單 DID 迴歸模型檢視

雙差異變數皆贏（高資源組+高制度法規組）的影響效果，並進一步

比較納入主觀變數前／後的影響力是否有所不同。依據簡單 DID 迴

歸模型指令，原始的差異變數必須一同納入模型，用以組成完整的

DID 迴歸模型，表 6、表 7、表 8 呈現人力、財務、時間資源分別與

城市綠色法規的統計結果，原始變數以納入模型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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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民行動的簡單 DID模型：「人力」資源及「城市綠

色法規」 

解 

釋 

變 

數 

 

環保資訊宣傳 舉辦環保活動 

模型 

1-1-1 

自治 

條例 

v.s. 

人力 

模型 

1-1-2 

自治 

條例  

v.s. 

人力 

模型 

1-1-3 

自治 

規則 

v.s. 

人力 

模型 

1-1-4 

自治 

規則  

v.s. 

人力 

模型 

2-1-1 

自治 

條例 

v.s. 

人力 

模型 

2-1-2 

自治 

條例  

v.s. 

人力 

模型 

2-1-3 

自治 

規則 

v.s. 

人力 

模型 

2-1-4 

自治 

規則  

v.s. 

人力 

主要 DID 0.89** 

(0.31) 

0.54* 

(0.27) 

0.25 

(0.30) 

0.24 

(0.24) 

1.16*** 

(0.31) 

0.80** 

(0.26) 

0.19 

(0.31) 

0.18 

(0.26) 

客觀： 

城市綠色

自治條例 

(地方性 

法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客觀： 

城市綠色

自治規則 

(地方性行

政命令)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客觀： 

人力資源 

(專職 

人員數)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控制變數=地理環境、都市化  

座落地之

地理環境

汙染程度 

0.02 

(0.06) 

-0.04 

(0.06) 

0.00 

(0.07) 

-0.05 

(0.06) 

0.09 

(0.06) 

0.03 

(0.06) 

0.06 

(0.06) 

0.0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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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都市 

人口密度 

-0.56* 

(0.27) 

-0.25 

(0.24) 

-0.47* 

(0.23) 

-0.25 

(0.22) 

-0.40 

(0.26) 

-0.14 

(0.21) 

-0.31 

(0.22) 

-0.12 

(0.19) 

控制變數=沉澱成本  

主觀： 

人力資源

投入 

- 
0.20* 

(0.08) 
- 

0.20* 

(0.08) 
- 

0.18* 

(0.08) 
- 

0.19* 

(0.08) 

主觀： 

財務資源

投入 

- 
0.22** 

(0.08) 
- 

0.22** 

(0.08) 
- 

0.15 

(0.08) 
- 

0.16* 

(0.08) 

主觀： 

時間投入 
- 

0.08 

(0.09) 
- 

0.08 

(0.09) 
- 

0.21* 

(0.08) 
- 

0.21* 

(0.08) 

常數 
5.23*** 

(0.87) 

2.94*** 

(0.79) 

5.01*** 

(0.77) 

2.94*** 

(0.76) 

4.36*** 

(0.84) 

2.05** 

(0.70) 

3.98*** 

(0.74) 

1.80** 

(0.67) 

F 值 3.64** 14.29*** 3.96** 13.27*** 4.28** 15.24*** 2.13 13.99*** 

觀察值 

數量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placebo 

test 判別 

變數 

0.64 

(0.43) 

0.36 

(0.37) 

0.64 

(0.43) 

0.36 

(0.37) 

0.73 

(0.41) 

0.41 

(0.36) 

0.74 

(0.41) 

0.41 

(0.36) 

平行趨勢

檢驗結果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註：coefficients (S.E.); 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由表 6 統計結果得知，雙高組別展現在社區發展協會的專職人員

數（人力資源）與地方性法律（城市綠色自治條例）數量條件，其

「資訊類」及「行動類」環境公民行動皆有較佳的表現，且此差異

性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主要 DID：模型 1-1-1、模型 1-1-2、模型

2-1-1、模型 2-1-2）；在納入主觀變數沉澱成本認知之後，其迴歸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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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及顯著性略減，但仍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對之下，雙高組別

展現在專職人員數（人力資源）與地方性行政命令（城市綠色自治

規則）數量條件的影響力，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主要 DID：模型

1-1-3、模型 1-1-4、模型 2-1-3、模型 2-1-4）。  

蓋專職人力對環境行動投入的持續性及積極性量能應有幫助，

專任的職場績效課責能減少行動被中斷的風險，而制度規範的成文

形式亦對環境行動具有指導性（guidance）及保護性（safeguard hats）

益處，故具有較高法律地位的自治條例，呈現較為顯著的影響效果。 

表 7 

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民行動的簡單 DID 模型：「財務」資源及「城市

綠色法規」 

解  

釋  

變  

數  

 

環保資訊宣傳  舉辦環保活動  

模型  

1-2-1 

自治  

條例  

v.s. 

財務  

模型  

1-2-2 

自治  

條例  

v.s. 

財務  

模型  

1-2-3 

自治  

規則  

v.s. 

財務  

模型  

1-2-4 

自治  

規則  

v.s. 

財務  

模型  

2-2-1 

自治  

條例  

v.s. 

財務  

模型  

2-2-2 

自治  

條例  

v.s. 

財務  

模型  

2-2-3 

自治  

規則  

v.s. 

財務  

模型  

2-2-4 

自治  

規則  

v.s. 

財務  

主要 DID 
0.05 

(0.32) 

-0.15 

(0.29) 

0.24 

(0.31) 

0.00 

(0.27) 

0.33 

(0.30) 

0.13 

(0.24) 

0.53 

(0.29) 

0.28 

(0.24) 

客觀：  

城市綠色

自治條例  

(地方性  

法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客觀：  

城市綠色

自治規則  

(地方性行

政命令)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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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  

財務資源  

(年度預算)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控制變數=地理環境、都市化  

座落地之

地理環境

汙染程度  

0.01 

(0.06) 

-0.05 

(0.06) 

0.01 

(0.07) 

-0.04 

(0.06) 

0.07 

(0.06) 

0.01 

(0.06) 

0.07 

(0.06) 

0.01 

(0.06) 

log 都市  

人口密度  

-0.46 

(0.26) 

-0.17 

(0.26) 

-0.36 

(0.24) 

-0.18 

(0.24) 

-0.36 

(0.24) 

-0.11 

(0.21) 

-0.24 

(0.21) 

-0.09 

(0.19) 

控制變數=沉澱成本  

主觀：  

人力資源

投入  

- 
0.22* 

(0.08) 
- 

0.21* 

(0.08) 
- 

0.20* 

(0.08) 
- 

0.20* 

(0.08) 

主觀：  

財務資源

投入  

- 
0.22* 

(0.09) 
- 

0.21* 

(0.08) 
- 

0.17* 

(0.08) 
- 

0.16* 

(0.07) 

主觀：  

時間投入  
- 

0.08 

(0.09) 
- 

0.08 

(0.09) 
- 

0.21* 

(0.08) 
- 

0.20* 

(0.08) 

常數  
4.69*** 

(0.86) 

2.45** 

(0.88) 

4.66*** 

(0.83) 

2.65** 

(0.84) 

4.09*** 

(0.77) 

1.79* 

(0.70) 

3.95*** 

(0.71) 

1.82** 

(0.65) 

F 值  1.93 11.41*** 3.83** 11.66*** 1.04 12.59*** 2.20 13.51*** 

觀察值  

數量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placebo 

test 

判別變數  

0.16 

(0.42) 

0.11 

(0.36) 

0.16 

(0.42) 

0.11 

(0.36) 

0.31 

(0.40) 

0.29 

(0.35) 

0.31 

(0.40) 

0.29 

(0.35) 

平行趨勢

檢驗結果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註：coefficients (S.E.); 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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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 統計結果得知，雙高組別展現在社區發展協會的年度預算

（財務資源）與地方性法規（城市綠色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數量

條件，其「資訊類」及「行動類」環境公民行動，雖大多呈現為正向

影響效果，但此差異性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主要 DID：模

型 1-2-1、模型 1-2-2、模型 1-2-3、模型 1-2-4、模型 2-2-1、模型

2-2-2、模型 2-2-3、模型 2-2-4）；在納入主觀變數沉澱成本認知之

後顯著性表現亦同。  

雖然財務資源能影響組織行動能力，高數量法規制度性條件亦使

得行動場域運作能更具備穩定性及預測性，惟此正向影響力尚未在

迴歸模型中獲得證實。  

 

表 8 

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民行動的簡單 DID 模型：「時間」資源及「城市

綠色法規」 

解  

釋  

變  

數  

 

環保資訊宣傳  舉辦環保活動  

模型  

1-3-1 

自治  

條例  

v.s.. 

時間  

模型  

1-3-2 

自治  

條例  

v.s.. 

時間  

模型  

1-3-3 

自治  

規則  

v.s.. 

時間  

模型  

1-3-4 

自治  

規則  

v.s.. 

時間  

模型  

2-3-1 

自治  

條例  

v.s.. 

時間  

模型  

2-3-2 

自治  

條例  

v.s.. 

時間  

模型  

2-3-3 

自治  

規則  

v.s.. 

時間  

模型  

2-3-4 

自治  

規則  

v.s.. 

時間  

主要

DID 

0.37 

(0.31) 

0.41 

(0.27) 

0.80** 

(0.30) 

0.61* 

(0.26) 

-0.32 

(0.30) 

-0.26 

(0.25) 

0.47 

(0.29) 

0.28 

(0.25) 

客觀：  

城市綠

色自治

條例  

(地方性

法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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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 

城市綠

色自治

規則 

(地方

性行政

命令)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 -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客觀： 

時間資

源(生存

年度)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納入  

模型  

控制變數=地理環境、都市化  

座落地

之地理

環境汙

染程度  

-0.01 

(0.06) 

-0.06 

(0.05) 

-0.01 

(0.06) 

-0.06 

(0.06) 

0.06 

(0.06) 

0.00 

(0.05) 

0.05 

(0.06) 

0.00 

(0.06) 

Log 

都市人

口密度  

-0.44 

(0.28) 

-0.13 

(0.25) 

-0.31 

(0.24) 

-0.13 

(0.23) 

-0.31 

(0.28) 

-0.05 

(0.24) 

-0.17 

(0.23) 

-0.02 

(0.18) 

控制變數=沉澱成本  

主觀：  

人力資

源投入  

- 
0.21** 

(0.08) 
- 

0.19* 

(0.08) 
- 

0.22** 

(0.08) 
- 

0.20* 

(0.08) 

主觀：  

財務資

源投入  

- 
0.23** 

(0.08) 
- 

0.21* 

(0.08) 
- 

0.15* 

(0.08) 
- 

0.15* 

(0.08) 

主觀：  

時間  

投入  

- 
0.08 

(0.08) 
- 

0.10 

(0.08) 
- 

0.20* 

(0.08) 
- 

0.21** 

(0.08) 

常數  
4.82*** 

(0.91) 

2.58** 

(0.83) 

4.75*** 

(0.80) 

2.78** 

(0.80) 

3.64*** 

(0.89) 

1.36 

(0.78) 

3.62*** 

(0.75) 

1.52*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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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值  1.67 10.85*** 4.86*** 13.27*** 1.72 14.18*** 2.72* 13.47*** 

觀察值  

數量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placebo 

test 

判別  

變數  

0.83* 

(0.41) 

0.71* 

(0.35) 

0.83* 

(0.41) 

0.71* 

(0.35) 

-0.32 

(0.40) 

-0.43 

(0.34) 

-0.32 

(0.40) 

-0.43 

(0.34) 

平行趨

勢檢驗

結果  

未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註：coefficients (S.E.); 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由表 8 統計結果得知，雙高組別展現在社區發展協會的生存年度

（時間資源）與地方性行政命令（城市綠色自治規則）數量條件，其

「資訊類」環保資訊宣傳有較佳的表現，此差異性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主要 DID：模型 1-3-3、模型 1-3-4）；在納入主觀變數沉澱成

本認知之後，其迴歸係數及顯著性略減，但仍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惟此等統計結果並未通過 placebo test 平行趨勢檢驗，是故，尚無法

宣稱高生存年度組別的社區發展協會與高地方性行政命令組別的穩

健正向顯著影響效果。另外，雙高組別展現在生存年度（時間資源）

與地方性法律（城市綠色自治條例）數量條件的影響力（主要 DID：

模型 1-3-1、模型 1-3-2、模型 2-3-1、模型 2-3-2），以及「行動類」

舉辦環保活動在高生存時間與高地方性行政命令組，則呈現不顯著

的結果（主要 DID：模型 2-3-3、模型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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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假設一：資源依賴與環境公民行動  

假設  驗證結果摘要  解讀  

假設 1A：「高人力

資 源 組 」 的 社 區

發展協會，比「低

人 力 資 源 組 」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更 會 投 入 環 境 公

民行動。  

「高人力資源組」在高制度

鑲嵌的條件下，環境公民行

動表現較佳。（△條件式驗

證）  

專 職 人 力 數 量 較 多

的社區發展協會，較

易 遵 守 地 方 性 制 度

規範，例如需要人力

投 入 活 動 許 可 或 備

查程序。  

假設 1B：「高財務

資 源 組 」 的 社 區

發展協會，比「低

財 務 資 源 組 」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更 會 投 入 環 境 公

民行動。  

1. 財務資源較優者，較積

極從事「資訊類」環境公

民行動─環保資訊宣傳

（○驗證）。  

2. 「高財務資源組」在高

制度鑲嵌的條件下，「行

動類」環境公民行動─

環保活動頻繁度表現較

佳。（△條件式驗證）  

財 力 佳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得 以 發 揮 資 源

優勢，舉辦更多合法

且 安 全 的 環 境 活 動  

，或進一步承接政府

機關活動案。  

假設 1C：「高時間

資 源 組 」 的 社 區

發展協會，比「低

時 間 資 源 組 」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更 會 投 入 環 境 公

民行動。  

大多趨勢顯示「高時間資

源組」（生存時間較長）的

社區發展協會，較多從事環

境公民行動（○驗證）。  

時間資源的依賴，涉

及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與

居 民 之 間 網 絡 關 係

及信任感的建立，故

時 間 愈 長 則 集 體 行

動愈容易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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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制度鑲嵌與環境公民行動  

假設  驗證結果  解讀  

假設 2A：位於「多

城 市 綠 色 自 治 條

例 組 」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比 位 於

「 少 城 市 綠 色 自

治 條 例 組 」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更

會 投 入 環 境 公 民

行動。  

1. 大多在高資源條件下才

成立。低資源條件者則

大多反駁此假設。（△條

件式驗證）  

2. 在資源與制度雙贏組別

中，「高人力資源組」在

高 數 量 自 治 條 例 條 件

下，其差異性結果呈現

顯著較優。  

因 法 律 制 度 的 明 確

性原則，有利於環境

公 民 行 動 發 展 的 預

測性，地方性綠色法

律 數 量 有 利 於 資 源

條 件 優 渥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從 事 環 境 公

民行動，尤其是人力

資 源 條 件 較 佳 者 表

現更為顯著。  

假設 2B：位於「多

城 市 綠 色 自 治 規

則 組 」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比 位 於

「 少 城 市 綠 色 自

治 規 則 組 」 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更

會 投 入 環 境 公 民

行動。  

1. 無論人力資源、財務、時

間條件如何，大多趨勢

呈現城市綠色自治規則

愈多則愈不利於環境公

民行動。（╳反駁）  

2. 大多趨勢呈現資源條件

較差的社區發展協會，

更不容易服膺地方性綠

色自治規則對行政程序

的要求。（╳反駁）  

制 度 鑲 嵌 的 兩 面 刃

效應，程序規範的繁

瑣 或 許 阻 卻 了 環 境

公民行動的發展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呈上表 9 綜整而言，自治條例對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公民行動具

有正向效果，而自治規則卻呈現負向影響，此現象除了可從制度階層

與合法性地位加以解釋之外，也可能與多項行政與實務操作層面的

因素有關。首先，從制度階層的角度來看，自治條例為地方立法機關

所制定，具備較高的法規位階與法律效力，不僅能提供政策支持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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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也有助於確立明確的責任歸屬與資源配置機制。這類制度通常

伴隨穩定的資源挹注、跨部門協調機制或明確的執行架構，有助於降

低社區行動的制度不確定性，進而強化協會的參與動機與執行意願。

反之，自治規則多由行政機關訂定，屬於內部操作性規範，法規層級

較低，缺乏法律拘束力與外部監督，容易形成「行政命令式」的技術

規定，而非政策鼓勵工具，進而造成基層執行單位對其過度依賴或僵

化適用，抑制了社區參與的彈性與創造力。  

再者，從實務執行角度觀察，自治規則往往設計為行政執行標準

或作業流程，其細緻的規範雖有助於標準化程序，卻也可能增加基層

團體的行政負擔。例如，若社區發展協會在申請補助、報備活動或進

行環境改善時，需嚴格遵循繁瑣程序或應付高度格式化的文書作業，

可能造成人力與時間資源的排擠，降低其持續參與的誘因。此外，

自治規則在內容上常傾向技術性與控管導向，較少納入社區需求、

地方知識或多元參與機制，限制了行動的在地適配性與彈性空間。

因此，雖然兩者皆屬地方制度工具，但自治條例因其制度層級與治理

導向性，較能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進而正向支持社區的環

境公民行動；而自治規則則可能因為行政技術導向、程序負擔與彈性

不足等問題，在實務運作中反而產生抑制效果。這也提示政策設計者

在制定地方環境治理制度時，應同時考量制度階層、執行機制與基

層負擔，避免制度設計流於形式或過度技術化，影響公民參與的實

質動能。  

另外，生存時間較長的社區發展協會較多從事環境公民行動的研

究發現，確實可能反映出「組織生命週期」的影響，並與其所處的發

展階段密切相關。組織在其發展歷程中通常會經歷創建期、成長期、

穩定期乃至轉型或衰退期等階段。在初期階段，社區發展協會往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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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於組織建置、資源籌措與基礎營運的穩定；此時人力與資源有限，

行動重心可能較集中於社會福利或社區凝聚等「低門檻」事務，較少

觸及如環境行動這類需中長期投入、較高專業度與跨領域合作的公

共議題。然而，隨著組織逐步進入穩定或成熟階段，內部制度與人力

配置趨於完整，並累積足夠的社會資本、政策網絡與行動經驗，此時

更有能力與誘因參與環境治理、推動公共政策倡議或跨部門合作等

較高層次的公民行動。此外，長期存續的社區發展協會較可能與地方

政府、非營利組織或學術機構建立起穩定的合作關係，提升其資源動

員能力與政策影響力，也更具備推動環境行動所需的制度信任與實

踐基礎。這也說明，組織的存續時間不僅是一項結構特徵，更可能是

其進入較成熟行動階段的指標，反映出一種發展歷程與組織能力的

累積效應。  

倘延伸研究發現的討論，更進一步而言，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環境

公民行動的程度，可能受到地方社會資本與治理文化的干擾，進而影

響制度設計與資源投入所欲達成的政策效果。在不同地方脈絡中，制

度與資源雖為推動行動的重要條件，但其實際作用往往受到在地非

正式制度、社會網絡與文化的深層制約。地方社會資本的結構特性，

例如社群間的信任程度、橫向連結密度與公民參與習慣，可能影響社

區發展協會對外部政策資源的回應方式。在社會資本強、互信高的地

區，社區組織較容易動員群體力量回應環境議題，並將制度資源轉化

為具體行動；但在社會分化明顯、地方派系主導或信任薄弱的地區，

即便有政策資源介入，也可能因協作困難或內部競爭而削弱政策效

果。其中，地方治理文化中的政商關係與非正式權力網絡，也可能產

生干擾性影響。社區發展協會可能與地方政治勢力或利益團體具有

密切連結，導致其行動優先順序受政治考量影響。在此情況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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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反而可能淪為政治動員或資源分配的工具，削弱環境公民行

動的公共性與正當性。再者，地方的公民參與文化亦可能構成背景因

素。例如，若地方長期缺乏自主參與經驗，或習慣仰賴政府主導與補

助導向的參與模式，社區組織在面對需主動承擔責任與長期投入的

環境行動時，可能表現出遲疑、倚賴或形式化參與的傾向。反之，在

公民參與文化較成熟的地方，亦可運用有限的制度資源，憑藉社群能

動性與在地連結，自主發展具創意與持續性的環境實踐。  

最後，由控制變數沉澱成本的統計結果發現，當社區發展協會認

知到人力資源及財務資源的投入，其環境公民行動無論是「資訊類」

環保資訊宣傳，或是「行動類」舉辦環保活動，都有較佳的表現；而

時間資源的投入則只對於「行動類」的環境公民行動有所影響。也就

是說，沉澱成本效應在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公民行動是有影響力的，

因為認知到投入的成本已是過去事實無法改變，而繼續投入行動則

可滿足期盼心理，尤其是過去已投入時間在環境活動的運作，基於資

源路徑的依賴心理，則更能滿足投入／產出的安全感。  

伍、結 論 

城市中的社區發展協會由居民及志工共同組成，可發揮集體行動

中的組織性功能，成為公共利益行動的引導者。社區發展協會環境公

民行動的樣態，可分為「資訊類」環保資訊宣傳與「行動類」舉辦環

保活動兩種，本研究發現，社區發展協會基於客觀資源條件的不同及

地方性制度規範的差異，會有不同的環境公民行動展現。以趨勢來

說，高專職人力數、年度預算較優、成立時間較久的社區發展協會，

大多較能適應高制度鑲嵌的系絡性環境，例如：專職人力較多則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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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活動許可及備查等行政程序、財力較佳則能舉辦更多合法且安全

的環保活動、成立時間較久則有較多社區網絡以動員居民參與環境

公民行動。  

資源依賴觀點獲得準實驗研究結果的支持，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此在地方性法律（城市綠色自治條例）數量的研究結果獲得條件式支

持，尤其人力資源的差異分析圖形呈現，僅有專職人力數量多者才較

能適應高制度鑲嵌的結果，而在低人力資源條件組別，則顯示法規數

量愈多則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公民行動愈消極。更甚者，地方性行政

命令（城市綠色自治規則）無論在高資源條件組或是低資源條件者，

則往往呈現了對環境公民行動的阻礙。故可得出結論，城市對於環境

行動的制度性規範，應考量社區發展協會的條件，尤其是行政程序性

的規範，藉由適度鬆綁及配套補助等措施，能放寬合規性環境公民行

動的彈性，以有利於規模較小的社區發展協會繼續投入環境公民行

動。另外，對於過去曾投入環境公民行動的社區發展協會，基於動機

面的沉澱成本考量，其持續投入是有意願的，故城市政策規劃及行

銷，可針對過去曾舉辦過環保活動，或是曾經積極宣傳環保資訊的社

區發展協會，強化其持續投入環境公民行動的動機。未來在制度設計

與政策介入上，建議應兼顧組織內部推動者的主觀動機與行動邏輯，

透過分類支持措施、降低行政負擔、提供彈性工具與補助配套，協助

規模較小、資源有限但具高度行動意願的社區組織持續投入環境公

民行動。唯有將「人」的角色納入分析與設計架構，方能提升制度效

能，進一步強化在地環境治理的實質動能。 

本研究進一步以高／低組別之準實驗結果歸結─制度並非完全

失靈，條件式的制度正向效益可發生在客觀資源條件優渥的社區發

展協會，而條件資源較缺乏者，則可視為潛在培養角色，藉由計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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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方案，或可在實務上藉由區分制度設計著手，尤其以專職人力數

量的多寡作為區分標的。  

在政策應用面向，實務上應考量資源或法令投入的延遲效應

（ lag effect）及增強（或減弱）效應。首先，延遲效應發生在資源投

入的時間滯後影響，專職人力數量較多的社區發展協會，倘若獲得政

策資源補助後，能夠更快速地轉化為行動力，舉辦環保活動或進行環

保資訊宣導。然而，對於專職人力較少的協會，資源的效益需要較長

時間才能顯現，亦可能因為需要額外的行政協調、組織內部能力培養

或社區動員過程。再者，政策與資源投入的交互影響，應具備有增強

效應（amplification affect），高資源條件（專職人力較多）+ 高數量

自治條例的組合，能夠強化社區發展協會的行動力，透過充足的人力

與明確的政策導引，提高環境公民行動的持續性與擴散性，若能同時

搭配額外的配套措施（如財務補助、專業培訓等），將進一步強化環

境公民行動的發展，促成更積極的社會影響。除此之外，環境公民行

動具備有社會擴散效應，當高資源社區發展協會受到良好制度支持

時，其成功的環境行動案例能夠吸引更多社區參與，甚至影響周邊其

他社區發展協會仿效，形成區域性的環境行動浪潮。最後，討論政策

的減弱效應（diminishing effect），實務上可指涉制度性規範的負向

影響，減弱了社區發展協會的環境行動強度，由於研究結果顯示，城

市綠色自治規則反而對環境公民行動產生阻礙，可能因為過於僵化

的法規限制社區發展協會的自主空間，造成行政負擔，導致行動力減

弱。這種負向減弱效果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發酵，特別是對於規模

較小、人力較少的社區發展協會，可能因資源有限而無法應對繁瑣的

行政程序，最終減少環境行動的投入。尤其，如果資源分配過度集中

在特定類型的社區發展協會（如已具備較強專職人力的協會），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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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小型、資源較少的協會提供相應的支持，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環境

行動的落差，導致部分社區的環境公民行動受到抑制。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並整合開放資料，試圖呈現六都範圍內社區

發展協會的人力與財務資源投入，惟仍面臨一些研究限制。由於社區

發展協會的工作內容多元，環境公民行動只是其中一部分，受訪者在

填答整體人力、經費等指標時，未必能精確區分實際投入於環境行動

的比例。各社區協會的組織規模與在地發展重點不同，也可能影響指

標的比較基礎。除此之外，本研究限制亦在於差異變數選擇的侷限

性，基於雙差異交叉分析研究設計，本研究僅能選擇兩個變數作為分

組條件考量，未來研究或可嘗試不同變數的選擇。本研究在六都範圍

內進行樣本代表性檢定時，主要以總人口數作為基準，未進一步區分

都市區與偏鄉地區的差異。由於六都內各行政區都市化程度差距大，

若樣本分布偏向都市或偏鄉，則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代表性，並產生

樣本偏差。後續研究可考慮納入各行政區域都市化程度進行分層或

控制分析，以提升解釋力。而在研究變數高／低組別的區分上，因為

考量組別樣本數的公平性，以中位數得分作為分組標準，也就是，以

相對性價值作為差異分類，而非絕對性價值分組標準，蓋絕對性分組

應有一定程度文獻的支持，故僅能在侷限情況下而為分組之判斷，此

研究限制或可成為批評，但應不影響本研究結果的參考價值。另外，

本研究雖初步揭示資源條件與制度規範在影響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環

境公民行動上的重要性，惟對於制度規範本身的分類與機制，尚有進

一步釐清的空間。研究發現城市綠色自治條例數量對行動具正面效

益，而綠色自治規則反呈阻礙作用，顯示制度規範並非單一向度，而

可能因內容設計、執行強度與配套彈性而產生不同效果。因此，未來

研究可進一步探討不同類型制度規範（如命令型、誘因型、協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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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型等）對基層組織環境行動的影響機制，並分析其在實務操作中

的落差與執行效能。透過更細緻的制度分類與機制分析，不僅有助於

釐清制度性鑲嵌對行動的具體作用路徑，也可回應目前制度設計與

社區實務之間存在的落差，進一步提供政府部門在制度鬆綁、配套補

助與差異化治理上的實證基礎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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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Citizenship Action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Resource 

Dependency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Ssu-Hsien Chen 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create networks of local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ain agents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ons, guid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Organizational-

level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on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aspects: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ction-oriented (organizing environmental events)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eng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ons, including resource dependency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factors, and establishes an integrated database combining subjective 

survey data and objective data, using objective condition variables 

as the main variables in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is 217 observation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levels of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high resource condition group, high institutional norm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s (low resource condition group, low 

institutional norm group). A method of cross-section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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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fferences (DID) analysis using high／low group categorization 

is employed, with geographic context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sunk costs included as control variables. Analysis is conducted using 

DID graphs and simple DID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earch results corroborate the resource dependency 

perspective. Notably, the number of urban green Self-government 

Ordinances could rel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id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ons, particularly where there is a larger number of 

full-time staff. However, urban green Self-government Regulations 

often hinder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ons. Therefore, urban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on environmental actions should consider 

the condition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Measures 

such as differentiated institutional design, appropriate deregulation, 

and complementary subsidies should benefit smaller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in continuing their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ons. 

 

Keyword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environmental -

citizenship actions, resource dependency,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sunk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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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A 

描述性統計 

 

主要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綠色自治條例（數量）  26.89 10.07 

綠色自治規則（數量）  79.07 13.41 

專職人力（位）  9.07 39.12 

年度預算（元）  518449.50 713557.90 

生存年度（年）  21.00 10.41 

環保資訊宣傳（五等量表）  3.41 1.10 

舉辦環保活動（五等量表）  3.07 1.08 

 

 

 


